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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世界史新视野的第一创举

— 吴于魔教授对世界史学科建设的贡献

庞 卓 恒

8 0年代初
,

改革开放的春风
,

已经开始在我国物质生产的田野润拂出绚丽的花朵和丰硕

的果实
。

但是
,

在精神生产领域
,

却远说不上 已经繁花盛开
,

真正具有生命活力的花蕾
,

大都还

只是在萌动之 中
。

正当此时
, 1 9 8 2 年 10 月

,

吴于魔教授发表 了《世界历史上 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 》① ;
接

着
,

1 9 8 4
’

年初
,

又发表了作为前文姊妹篇的《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 》②
。

10 年后的今天
,

再

回头来看这两篇文章对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的意义
,

我们有充分的根据说
,

那是在改革开放大

潮中在我国开拓世界史新视野的第一创举
。

在此以前
,

我国的世界史编纂体系受到被认为是
“

马克思主义的
”

— 然而却是马克思本

人明确反对的—
“

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
’ ,③的严重束缚

。

按照那种理论
,

全世界各民

族都
“

必然
”
要依次经过原始公社制

、奴隶制
、

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制度这样几个
“
必经阶段

” ,

然

后才能进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
如果有谁越过了其中某个阶段

,

那也不过是较之
“

普遍规律
”

有所
“

变异
”

的
“

特殊现象
” 。

这种理论主宰下编写的世界通史
,

就成了那个
“
一般发展道路的历

史哲学
”
的图解或例证汇编

。

前苏联科学院主编的 10 卷本《世界通史 》就是这种编纂体系的一

个突出样本
。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
,

我国的世界史著述深受这个样本的影响和束缚
。

世界史著

述的主要 目光集中于如何在世界范围内证明五种生产方式依次更迭及其分期
;
在论述生产方

式时
,

主要萦注于判定它是奴隶制
、

封建制或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

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证明

历史发展
“

规律
”

和原始社会以后的
“

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
”

的真理
,

而不是象马克思那样

把生产方式当作
“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
’ ,④或

“

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
’ ,⑤去论证

。

这样的世界史著

述当然就会失去世界历史自身绚丽多姿的血肉风彩
,

也越来越缺乏 启迪人们历史智慧的感染

力和感召力
。

但是
,

如果有谁敢于对此提出异议
,

就有可能被责为离经叛道
。

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下
,

吴于魔教授鲜明地提出
,

有必要对世界历史作
“

新的再认识
” 。

他从

马克思关于世界史有一个从分散到整体的形成过程的提示中展开他的思考
,

以学贯中西的专

业历史学家的深厚功底和历史思想家的恢弘胸怀
,

去追溯世界史的形成过程
。

他勇敢地撇开奴

隶制或封建制的生产方式的机械分期这个
“

主线
”

(实际上并未忽略对社会性质和阶级关系的

分析 )
,

径直从上古直到 15 世纪存在着的
“

游牧世界
”

与
“

农耕世界
”
的划分及其相互冲突这个

客观事实作为分析的着眼点
。

这在当时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一些同行中
,

难免引起惊诧
。

但惊诧

之后仔细思量
,

就发现吴于魔教授确有充分的依据
。

马克思恩格斯曾论及畜牧民族和农耕民族

由于谋取生活资料的方式不同
,

决定了它们具有不同的土地所有制形式
: “

以畜牧民族为例 (纯
·

9
·



粹的渔猎民族还处于真正发展的起点之外 )
。

在他们中间出现一定形式的
,

即偶然的耕作
。

土

地所有制由此决定了
。

它是公有的
,

这种形式依这些民族保持传统的多少而或多或少地遗留下

来
,

斯拉夫人中的公社所有制就是个例子
。

在从事定居耕作— 这种定居已是一大进步— 的

民族那里
,

象在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
,

耕作居于支配地位
,

那里连工业
、

工业的组织以及与工

业相应的所有制形式都多少带着土地所有制的性质
’ ,⑦ 。

昊于魔教授也正是从游牧 民族和农耕

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的具体差异中分析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

矛盾冲突及其对相互联系的世界

史形成过程的影响
。

他在具体分析中
,

对游牧民族的战争生活以及战车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予以

特别的关注
,

这也表现出他对唯物史观丰厚内涵的把握深度
。

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
, “

对野蛮的

征服者民族说来
,

正如以上所指出的
,

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
;
在传统的

、

对该民族

来说唯一可能的原始生产方式下
,

人 口的增长需要有愈来愈多的生产资料
,

因而这种形式也就

被愈来愈广泛地利用着
’ ,⑧ 。

吴于魔教授把这样的观点运用来具体分析上古中古时期游牧民族

和农耕民族之间的冲突及其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
,

把一个长期被忽视了的历史图景展现在

人们面前
,

这就有助于启发人们辩证地而不是教条式地认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

他对游牧世

界向农耕世界发起的三次大冲击的历史后果的分析
,

尤为发人深思
。

他指出
: “

前面所考察的发

动和卷入三大冲击浪潮的游牧世界的各部族
,

基本上都逐渐溶入农耕世界
,

成为农耕世界历史

发展中的新因素
,

使农耕世界的范 围越来越扩大
,

越来越显示它在经济文化上相对于游牧 民族

的优势
。

蒙古人建立的大帝国
,

在客观上促进了亚欧大陆东西之间的陆上交通
。

阿拉伯人的帝

国除发展了亚欧两大洲之间的陆上交通而外
,

还发展了连接红海
、

印度洋
、

西太平洋的海上交

通
。

大食商人在我国唐代东南地区的活动是大家熟知的
。

所有这一切
,

都有利于在某种程度上

打破各民族间的闭关自守
,

在历史发展为世界史的进程中
,

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 ’ ,⑨吴于

魔教授并未忽视大冲击带来的严重破坏
。

肯定其客观上的某些积极作用
,

只是肯定历史的辩证

发展的过程
。

我们承认
,

在人类还没有完全脱离动物界的时代
,

往往
“
只有用人头作酒杯

’ ,L ,

才

能喝到历史进步的甜美酒浆
。

我们承认这个事实
,

并不等于承认那是人类永远摆脱不了的
“

永

恒真理
” ,

恰恰是为了证明人类应该而且必然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最终脱离那样的时代
,

从

而启迪人们自觉地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

迎接人类最终脱离动物界的时代的到来
。

在论证了游牧世界经过对农耕世界的三大冲击浪潮而逐渐溶入农耕世界的历史进程以

后
,

吴于魔教授接着追踪世界历史的下一个历史进程
,

从农本向重商的转变进程
。

他首先以大

量史实证明
,

在上古中古的漫长时期
,

无论东方西方的农业社会
,

都是以农为本的
,

占统治地位

的观念都是重农抑商的
。

那些富有说服力的论证
,

对于澄清所谓
“

中国自古抑商
、

西方 自古重

商
”
之类的模糊认识

,

至今还具有启发意义
。

那么
,

由农本转向重商的初始动因是什么呢 ?这一转变为什么首先发生在亚欧大陆的西端

呢 ? 这是在探讨这一过程时不能回避的两个老大难问题
。

对此
,

吴于魔教授都作了精辟回答
。

对于什么是从农本转变为重商的初始动因的问题
,

吴于魔教授否定了某些西方学者强调

外来的商业刺激作用的外因论
,

指出初始动因来自于农本经济的内部
。

他根据马克思关于西欧

农奴制下农奴经济的生产可变量增长的可能性的提示
,

深入探寻由农本向重商转变的初始动

因
。

他指出
: “
只要农民有出售多余生产品的可能和为交换他不能生产的物品而有出售自己生

产品的必要
,

他就会扩大这个生产可变量
,

就有可能导致新的经济发展
,

包括商业
、

市场
、

市集

以至城市的兴起
。 ’ ,

@这些分析是十分精辟的
。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
,

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
,

“

单是维持农奴存在的必要性和大经济的不可能性 (它要求把小块土地分给农奴 )
,

很快就使农

奴对封建主的赋役降低到中等水平的代役租和摇役地租
,

这样就使农奴有可能积累一些动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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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从他的领主那里逃跑出来
,

并使他有可能去当市民
,

同时还引起了农奴的分化
。

可见逃亡

农奴已经是半资产者了
。 ’ ,。 在《共产党宣言 》中

,

他们进一步指出
: “

从中世纪 的农奴中产生了

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
;
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 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

。 ’ ,L在 《哲学的贫困 》和

《资本论 》等著作中
,

马克思也阐述了同样的观点
。

我自己在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中对此作了

一些论证
,

但至今也还说不上很充分
。

值得注意的是
,

一些著名的西方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也

越来越证实马克思的观点确有历史依据。 。

吴于魔教授在这方面的研究
,

较之 已有的成果
,

从一个新角度— 也就是从西欧农本经济

中耕织两方面具体内容的特点及其相互比重的变化的角度— 向前推进了一步
。

他指出
: “

由

于耕和织两个方面的需要
,

再加传统肉食习惯的需要
,

畜牧
,

主要是牛羊饲养
,

在封建欧洲的农

本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 比重
。

这一特点遍及欧洲
,

虽则也存在着地方差异
。

〕 5
、

16 世纪以前
,

当

欧洲封建农本经济发展滞缓之时
,

这只是耕织结合自足经济的常态
,

看不出是特点
,

也看不出

有什么潜在意义
。

但是
,

一旦商业和城市经济的媒体在农本经济中扩大它的触及面
,

这个与毛

纺织业密切相关的牲畜饲养
,

就会因其 比重之大
,

从常态中突出起来
,

在商业和城市经济转化

为封建农本经济 的对立物并使之发生根本变化的过程之 中
,

起突出作用
。 ’ , 。 吴于魔教授以大

量的史实和数据对这一论点作了令人信服的证明
,

由此也就从一个新的角度 回答了农本向重

商的转变为何首先发生在亚欧大陆西端这个 问题
。

人们可能会以阿拉伯人和斯拉夫人的农本

经济中可观的畜牧比重为据
,

来证 明那不能说是西端先行的唯一原因或首要原因
,

但绝无理 由

否认那是一个重要原因
。

值得注意的是
,

众多西方学者近年来从事的
“

农村工业化
”

或
“

原始工

业化
” 、 “

工业 化前的工 业化
”

( R u r a l I n d u s t r i li a z a t i o n
或 p r o t o 一 i n d u s t r il i a z a t i o n ,

I n d u s t r i li a Z a t i o n

eB fo r e in du str iil az at io n) 方面的大量研究成果也表 明
,

吴于崖教授的上述论点是经得住史实验证

的
。

10 年后的今天
,

再来看吴于魔教授提出的这些论证对于开拓世界史新视野和促进世界史

学科建设的意义
,

就看得更清楚一些了
。

如今
,

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观和编史体系 已被越来

越多的学者所接受
。

自然
,

不少同行们还在从另外一些角度进行着有意义的探索
,

但也许大家

都会承认
,

促进这方面的探索的第一次有力的启动
,

来 自吴于崖教授
。

还需指出的是
,

吴于魔教

授提出的世界史的观测和编史体系
,

在国际史坛也已产生了一定影响
。

丹麦学者李来福 (L ief

iL ttr uP ) 在欧洲学术刊物上多次发表文章
,

介绍吴于魔教授的主张及其影响
。

事实上
,

我们的欧

美 同行如果把吴于魔教授提出的世界史观和编史体系与《剑桥世界史 》
、

沃勒斯坦的
“

世界体

系
”
和斯塔弗里阿诺斯

“
环球通史

”

体系等等相 比较
,

都不难发现前者独有的新意
。

可以说
,

它也

是我国的世界史学科正在走向世界的标志之一
。

最后我还想着重说的一点是
,

吴于魔教授在开拓世界史新视野方面的贡献
,

还不只限于他

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论点
。

在我看来
,

尤为宝贵的是他对唯物史观丰厚内涵的发掘和生动具体的

运用
。

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

唯物史观往往被误解为马克思本人明确反对的
“

一般发展道

路的历史哲学理论
” ,

甚至被当作
“

普罗克拉斯提之床
”

(P
r oc r

us t ca
n
eB d )

,

一切与它的尺码规格

不相符合的历史现象和过程
,

都要按照它的规范来加以裁削或神张
。

这样作的结果
,

不但使历

史真相遭到扭 曲
,

历史著述成为失去血肉丰彩的干瘪枯骼
,

更严重的是
,

败坏 了唯物史观的科

学形象
,

致使一些学者
,

特别是青年学者
,

产生对它的逆反心理
。

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一贯反对

诸如此类的作法
。

早在他们首次系统地提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及其对历史研究的指导意义

时
,

他们就指 出
: “
思辨终止的地方

,

即在现实生活面前
,

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

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
。

… …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
,

能够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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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
。

这些抽

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
。

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
,

指出历史

资料的各个层次间的连贯性
。

但是
,

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
,

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

时代的药方或公式
。

相反
,

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 (不管是有关过去的还是有关现代

的 )的时候
,

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
,

困难才开始出现
。

这些困难的克服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约
,

这些前提在这里根本是不可能提供出来的
,

而只是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实际生活过程和活

动的研究中得出的
。 ’ ,L吴于魔教授对唯物史观的运用

,

正是遵循了这样的原则
,

诸如他对游牧

世界和农耕世界生产生活过程的差异的分析
,

对战车在游牧世界生活过程中的作用的分析
,

对

西欧农奴生产自变量的分析
,

对欧洲人的衣食习惯及其与牲畜饲养业在西欧农本经济中的重

要地位的关系的分析
,

对牲畜饲养业在西欧从农本向重商转变过程 中的突出作用的分析… …

等等
,

都具体地体现了
“

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实际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
”
得 出研 究的前

提的科学态度
。

这样
,

唯物史观在吴于魔教授那里
,

就再也不是束缚创造性思维的普罗克拉斯

提之床
,

而是帮助他张开创造性思维的风帆畅游史海的得心应手的指南针
。

吴于虞教授对待唯

物史观的科学态度
,

也是我们应该认真学习的一个重要方面
。

注 释
:

① 该文原是吴于度教授在参加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学术年会期间
,

应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邀请

所作的学术报告
,

后由《云南社会科学 》全文发表于该刊 1 9 8 3年第 1 期
,

《世界历史 》 1 98 3年第 1

期发表了该文详细摘要
。

② 该文发表于《历史研究》 1 9 8 4 年第 1期
。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
,

第 13 0 页
。

④⑦L@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2 卷
,

第 82
、
109 一 1 1 0

、
7 5

、
7 5 页

。

⑤⑧LLL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

第 1 08
、

2 7
、

8 5
、
2 5 2

、

3 1一3 2 页
。

⑥ 马克思著作中所称的
“

古代社会
”
指的是

“

古典古代社会 (是特指的 A nt iq ue so ic e yt 而不是泛指的

A n ic en t
so ic et y )

,

即古希腊罗马社会
,

而且并不笼统地称之为奴隶制社会
,

只是指出在其后期古典

奴隶制占了统治地位
,

他们所称的
“

封建社会
”

也主要是指西欧那种
“

拉丁— 日耳曼封建制
”

社会
。

马克思并不认为东方存在过那样的社会形式
。

他的早期和晚期著作中都持这样的看法
。

这也是他

一贯反对把唯物史观曲解为
“

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
”

的明证
。

⑨ 吴于魔
: 《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 》

,

载《云南社会科学 》 1 98 3年第 1期
。

L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

陶尼 (R
·

H
·

aT w en y )和希尔顿 (R
·

H
·

iH lot n) 的著作特别值得注意
。

L 吴于魔
: 《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 》

,

载《历史研究 》 1 9 8召年第 1期
。

(本文责任编辑 吴友法 )


